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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wly 
Increased Industrial Land in Shanghai in 2004-2019

罗智丰  宋小冬    LUO Zhifeng, SONG Xiaodong

基于2004—2019年上海工业用地出让数据，利用探索性空间统计方法，描述上海新增工业用地的时空分布，进一步分析

成因。研究显示：①上海新增工业用地总量下降明显，空间集聚却不明显；②新增工业用地价格上升速度快于规模下降速

度，政策调控作用显著；③新增工业用地集聚的空间尺度在增加，近邻集聚度在降低，2015—2019年近邻集聚已不明显；

④出让地块平均规模在增加，大小差异在扩大；⑤新增工业用地分布重心持续向东南方向偏移，远离中心城区。新增工业

用地时空分布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严控供地总量、土地经济、需求侧被动响应、发展阶段差异、行政分隔和政绩考

核制度、上级政府政策等。在此基础上，从工业区的布局、产业类型、空间规划、政绩考核等方面对上海下一步的工业发展

提出6项建议。

Based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land sale data from 2004 to 2019, adapting exploratory spatial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essay 

aims to characteri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nalyze the causes of Shanghai's newly-increased industrial l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total amount of newly-increased industrial land in Shanghai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was not obvious. ② The price of newly-increased industrial land increased faster than the rate of scale decline, 

and the policy regulation played a big role. ③ The agglomeration space is increasing while the degree is decreasing and no 

longer evident from 2015 to 2019. ④ The average size of the land for sale is increasing while the size difference is expanding. 

⑤ The distribution center of the newly-increased industrial land continues to shift to the southeast, away from the downtown 

area. The chang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mainly caused by strict control of total land supply, land economy, the passive 

response on the demand side, development stage differences, administrative separation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and 

superior government policies. These lead to six recommendations from industrial land layout, industrial type, space planning,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for the next phase of Shangha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   研究背景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中央到地

方政府，通过尝试推行各种政策、调整管理制

度，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获得世界瞩目。其中，

出让工业用地招商引资是非常重要的举措，有

极大的正面效应；然而，建设用地（特别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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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增长过快，也带来负面效应。进入21世

纪，中央政府的多项政策都在收紧新增建设用

地，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之后，节约土地资源、实

现高质量发展被提至特别重要的地位，成为新

时代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改革的核心。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较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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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节约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市区两级政府不断

探索在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节省建设用地的途

径。本文以此为背景，对上海近16年（2004—

2019年）出让的工业用地进行统计分析，描述

其变化过程，并分析成因，为上海及其他城市优

化工业用地布局、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提

供参考。

2   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

2.1   基础数据来源

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下属中国

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有土地供

应结果公告，包括出让土地所在行政辖区、建设

项目名称、位置、面积、用途、成交价格、合同签

订日期等。据此，笔者下载了2004—2019年在

上海出让的所有工业用地记录，定义为近16年

上海的新增工业用地，作为本文的基础资料。同

时收集了上海市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

（2009年）、上海市乡镇（街道）行政边界数据

（2010年）作为辅助资料。

2.2   数据落地和定位

土地供应结果公告中没有具体坐标，只有

所在乡镇（街道）、街坊、丘号，有学者将这类文

字描述信息通过计算机软件转换成经纬度[1]，

本文也做了类似尝试，发现某些地块的识别结

果有明显误差，再凭经验进行人工纠正，后续工

作量较大。因此，本文分两个步骤，将出让地块

与乡镇（街道）行政单元建立联系：首先，对于

大多数登记有乡镇（街道）名称的地块，直接

用乡镇（街道）名称作为关键字段，建立与所

在行政单元的对应关系；对于少量出让地块所

在的行政单元信息缺失的情况，则通过网络检

索出让公告中包含的其他位置信息以确定所在

的行政单元。其次，研究发现行政单元形心与工

业用地分布形心的空间位置差异较大，笔者将

每幅用地定位在对应乡镇（街道）已有工业用

地的形心。该形心坐标是通过下一层次空间单

元——村（居）委已有工业用地按面积与该村

（居）委形心的经纬度坐标加权，再除以该乡镇

（街道）工业用地总面积求得。上述两个步骤，

虽然还有误差，但是确保其定位在乡镇（街道）

边界之内，而且比直接按乡镇（街道）形心定

位的精度要高，对于研究上海市域的工业用地

分布，这类误差对分析结果不会有太大影响，总

体优于用计算机软件自动识别的结果。

因上海几乎没有采矿业，仓储用地在出让

用途中单列，对某些年份按工矿仓储用地分类

的记录，可较容易地识别出其工业用途。2004

年以来，上海市曾有行政区划调整，尤其是乡镇

（街道），对此统一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

的乡镇（街道）行政单元。

崇明区三岛和上海的其他区有长江相隔，

地理位置、环境保护、经济建设的要求都很特

殊，本文暂不纳入。

经上述处理后，新增工业用地分布在13个

区的128个乡镇（街道），因涉及的乡、街道极

少，后文将乡、镇、街道统一简称为镇。

2.3   时段划分

本文除了按年对出让的工业用地数据进

行累计和归纳，还将基础数据分为3个时段：

2004—2006年（3年），2007—2014年（8年），

2015—2019年（5年），其理由为：2007年1月1

日起，《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开始实

施，这是中央政府做出的一项节约土地资源的

重要政策；2008年，上海市城乡规划和国土资

源管理机构合并，市政府对节约土地资源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2014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

提出建设用地迈向负增长的目标，土地紧约束

变得更严格。

2.4   集中度的统计

以区、镇行政单元汇总新增工业用地面积

占全市新增工业用地总量的百分比从大到小排

序，按区前4位称为区4集中度，按镇前8位称为

镇8集中度。这两个指标用于度量新增工业用地

空间集中程度。

2.5   空间自相关

集中度指标只能量度新增工业用地在全市

域范围的集中程度，不能测度相邻空间是否具

有集聚特征，而空间自相关可以通过空间相邻

的定义进行度量。莫兰指数（Moran's I）在空

间自相关统计中用得较为普遍，也是基础性的

统计量，其统计结果I值在-1—+1之间。I值为负，

表示要素的空间分布负相关，呈离散分布；I值

接近0，表示要素的空间分布随机；I值为正，表

示要素的空间分布正相关；I值越接近-1或+1，

表明空间自相关特征越明显。与一般统计相似，

从概率的意义上，还需要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

用莫兰指数I的抽样方差标准化后的莫兰指数

Z值衡量。用Z值与标准正态分布对应的概率比

较，可表示要素在空间中的集聚是否具有统计

置信度的显著性。

地理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受到空间

关系和距离的影响。要素之间如果相邻或者距

离较近，相互影响、联系就会强一些；如果不相

邻或者距离较远，相互影响、联系就会弱一些。

针对相邻、不相邻，出现了增量空间自相关方

法。该方法让用户在一定范围内，自动调整相

邻距离，计算相应的空间自相关统计量，以及

对应的显著性指标Z，然后用户凭经验确定距

离值，再使用其他指标观察统计结果。一般来

说选择显著性最强的（Z值最大）值，称为峰

值距离。

2.6   标准差椭圆

对一组点要素的坐标计算标准差，产生椭

圆。椭圆中心表示要素分布重心，椭圆面积可衡

量要素分布的离散程度，多个椭圆可以相互比

较：面积较大的，点要素分布相对离散；面积较

小的，点要素分布相对集聚。椭圆长轴可表示要

素分布的主导方向，椭圆扁率表示方向性是否

明显。有较多学者曾使用该方法描述产业空间

分布特征[2-4]。

在使用上述统计方法时，可将新增工业用

地面积作为基本属性或权重。

3   新增工业用地的变化趋势

2004—2019年的16年间，上海（不包括崇

明）共新增工业用地8 307宗，累计228.55 km²，

年均新增519宗、14.28 km²（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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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总体趋势

经过对16年间出让的工业用地做描述性

统计（见表1，图1），可以看出：

（1）出让的总面积和宗地数明显下降（2006

年有一次突变，2011—2012年有小幅上扬）。年

均出让面积由2004—2006年间的40.21 km² 降低

到2007—2014年间的11.69 km² ，2015—2019年

更是低至2.88 km² 。2015—2019年年均宗地数

量（66.8宗）是2004—2006年年均宗地数量

（1 629.3宗）的1/24.4。2004年出让的总面积

（28.99 km²）是2019年（2.82 km²）的10.3倍，

2004年出让的宗地数（1 022宗）是2019年

（75宗）的13.6倍。

（2）出让价格明显上升。从平均单价（与

住宅、商办拍卖出让不同，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

格，政府的主导性较强）来看，2004年（3.5万

元/亩）是2019年（144.9万元/亩）的1/41.4，

价格上升速度明显快于总面积的下降速度

（2015—2016年还有突变）。

（3）宗地的平均面积增大，但是有大有

小，变化不稳定，从宗地面积的变异系数看，

2017—2019年地块面积差异有逐步扩大的趋

势（见图2）。

（4）空间分布热点持续变动

上海新增工业用地主要发生在郊区（见

图3）。按区汇总，以各区占当期全市工业用地规

模衡量，除了浦东，排名前3的区在不同时段有

变化：第1时段为嘉定、松江、青浦，第2时段为奉

贤、金山、嘉定，第3时段为松江、青浦、奉贤。从

集中度看，分时段的区4集中度、镇8集中度均高

于全时段集中度（见表1）。这表明上海新增工

业用地的空间分布热点区域在持续变化，并没

有出现向主要镇（或园区）持续集聚的趋势。

3.2   空间集聚趋势

采用增量空间自相关方法，以出让地块面

积为权重，得到莫兰I值、Z值和距离定义的空

间相邻权重的关系。按全时段、3个分时段分别

统计，主要有3个特征（见图4）：

（1）总体而言，新增工业用地有集聚趋势，

全时段置信度均大于99%（Z值在2.82—6.75

之间波动），峰值距离为21.7 km。

（2）新增工业用地第1、第2时段集聚显著，

第3时段没有集聚特征（Z值低于1.68，置信度

小于90%）。

（3）工业用地集聚的空间尺度在增加。第

1、第2时段莫兰I值及Z值均呈交叉，第1时段在

工业用地之间的距离为13 km以下时集聚程度

更高，而在17 km以上时集聚程度更低，第3时

段空间自相关特征不显著；3个时段的峰值距

离分别为21.7 km，21.7 km，24.3 km，镇和

镇之间近邻相聚的态势变弱。

3.3   空间分布重心和方向

笔者对2004—2019年新增工业用地所在

镇的工业用地重心，以地块面积为权重，计算产

生标准差椭圆（见图5），得出3个特征：

（1）从标准差椭圆的面积来看（见表2），

第1时段的工业用地分布较集中，第2、第3时段

的分布相对分散。这和莫兰指数的置信度一致。

（2）新增工业用地的分布重心持续向南偏

东方向移动，总趋势是离开市中心人民广场越

来越远，图3和图5所反映的趋势一致。

时段 出让面积/km2 年均/km2 年均/宗 地价/
（万元/亩） 观察到的镇/个 镇8集中度/% 区4集中度/%

2004—2006年 120.63 40.21 1 629.3 3.84 116 25.53 64.27
2007—2014年 93.50 11.69 385.6 34.75 106 27.35 63.50
2015—2019年 14.42 2.88 66.8 111.29 78 46.76 67.28
2004—2019年 228.55 14.28 519.2 19.64 128 23.15 60.18

表1  分时段上海新增工业用地主要信息

Tab.1 Main information of newly increased industrial land in Shanghai by year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　2004—2019年上海新增工业用地基本趋势

Fig.1 Trend of newly-increased industrial land in Shanghai 2004-2019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上海新增工业用地地块平均规模和变异系数

Fig.2  Average scale and C.V. of newly-increased industrial land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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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标准差椭圆的长轴方向来看，有西

北—东南向的趋势，呈临港—嘉定、青浦、松江方

向分布，扁率在增大，表明新增工业用地的分布

方向日益明显。这也和图3所反映的趋势一致。

3.4   空间分布特征小结

（1）新增工业用地总面积大幅下降、单幅

土地面积呈上升趋势，土地出让价格大幅上升，

且价格的上升速度快于工业用地总面积的下降

速度。

（2）空间分布重心朝东南、远离市中心的

方向偏移，方向分布呈西北—东南向，且方向性

特征日益明显。

（3）空间分布热点持续变动，向主要园区、

主要地区持续集聚的特征不明显。

（4）近邻相聚的态势减弱，集聚空间尺度

在增加，到了第3时段（2015—2019年），近邻

集聚特征已经很弱。

4   新增工业用地分布特征的成因分析

4.1   建设用地总量受控明显

上级政府对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是新增

工业用地总面积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在

2014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建设用地负增长的目

标，包括增减挂钩、以减定增等。

4.2   土地经济

越靠近市中心，土地价格越高。位于市区的

区政府，只会将极少的土地投向特殊工业；近郊

区政府，也会优先满足商业、办公、住宅，工业用

地被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以2013年上海基准

地价为例，全市域住宅用地分为10级，工业用地

分为9级，以人民广场为中心往外，二者地价均

呈现从高到低的圈层结构。住宅一级（中心城

区）楼面地价为25 840元/m²，若按照2.0容积

率计算，地价约为3 442万元/亩，而工业用地为

867万元/亩，仅为住宅的1/4；远郊住宅用地最

便宜价格约278万元/亩，对应工业地价为20万

元/亩，约为住宅的1/14；工业用地向远郊扩散，

符合土地经济规律，同时也对工业用地如何集

聚提出挑战。

4.3   需求对供给的被动响应

交易理论表明，价格降低需求量上升；反

之，价格（代价、成本）上升，需求量会降低

（见图6）。《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于

2007年1月1日实施，上海工业用地土地等别和

最低价标准高于长三角其他城市，更高于中西

部地区，市场对上海工业用地的需求曲线会变

得陡峭，需求曲线由图6中D1变动到D2；从供给

侧看，上海建设用地总量锁定，土地指标增减挂

钩、以减定增，原则上区一级项目土地指标均需

要通过减量化获取①。相比新增土地指标，减量

化获取土地指标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因而供给

曲线也变得更为陡峭，由图6中的S1变动到S2。

在我国，工业用地价格偏低是公认的事实，在土

地指标稀缺的条件下，市场成交的工业用地价

格并不能反映企业获取工业用地付出的全部

代价，企业需要支付除了土地成交价格之外的

其他成本，如获取土地指标的时间延长，或被要

求提高单位土地的投资密度、产出密度与税收

密度，亦或采用新设备新工艺降低能耗。无论从

哪点看，均会实质性提高企业获取土地的代价

（企业支付的全部代价为P2），实际成交从图6

中的Q2减少到Q3，远低于前一个阶段的工业用

地出让规模Q1。这就解释了2004年以来上海新

增工业用地出让规模为何迅速降低。

出让数据证实了这一机制：2007年工业

用地最低价标准实施，由于预期价格将大幅度

提升②，2006年上海工业用地的出让用地规模

表2  标准差椭圆基本参数

Tab.2  The basic parameters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3　不同时段上海各区新增工业用地规模占比

Fig.3  Proportion of newly-increased industrial land for each 
district in Shanghai in different yea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增量空间自相关结果图

Fig.4  Increment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resul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参数 2004—2006年 2007—2014年 2015—2019年
方向角/ o 157.04 149.83 116.03

扁率 0.16 0.27 0.41
面积/ km2 2 296.62 2 856.89 2 635.17

①《关于加强上海市工业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沪府办〔2014〕26号），自2014年上海市全面实施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与“减量化”挂钩制度，2015

年2月正式出台《关于本市推进实施“198”区域减量化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以增减挂钩政策为主，市级下达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重点用于全区性基础设施

建设等公益性项目，工业用地和6类经营性用地指标主要依靠区域减量化自求平衡（国土资源部土地制度创新专题调研组，2015）；按照“以减定增”的原则，区

级项目所需用地指标均与减量化工作挂钩，由各区安排落实《关于本市全面推进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的若干意见》（沪府规〔2018〕21号）。

②上海工业用地价格从2006年的均价3.88万元/亩上升到2007年均价21.4万元/亩。

注释: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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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05年的近3倍、2007年的近4倍， 2006年

10—12月共出让2 024宗，占当年总出让宗数的

69.70%，而其他15年同期平均占比才25.89%，

2006年12月31日更是集中签约438宗，占当年

总出让宗数的15.08%，一天的签约数超过了

2007年以后的绝大部分年份的总出让宗数；

2015年上海正式实施增减挂钩、以减定增、先

减后增的用地政策，调整工业用地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价格由2014年的50.98万元/亩上升至

2015年的123.93万元/亩，出让数量从2014年的

219宗直降到2015年的49宗。 

4.4   区位和发展阶段差异

离市区较近的区，区位条件较好，商业、办

公、住宅、工业开发往往齐头并进，较快地将规

划建设用地指标用完（第1时段的嘉定、松江、

青浦）。建设用地负增长政策出台后，项目落地

不仅需要年度土地指标，还要满足规划的建设

用地总规模不突破[5]，因而土地紧约束带来的制

约作用更强，工业用地落地难度更大。远郊区因

市场热度低于近郊，规划用地指标的消耗相对

较慢，规划期限内，建设用地指标有少量富余[6]，

因此新增工业用地会出现后来居上的势态（第

2时段的金山、奉贤）。

4.5   行政分割和政绩考核

管理权限下放、分税制、政绩考核，均调动

了基层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7-8]。

在上海，镇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和外省的县

政府相似，这就造成了郊区每个镇至少有一个

工业区（或工业园）的局面，每个镇政府都希

望通过工业来快速发展经济。第1时段土地管制

相对松散，因而新增工业用地因区位、设施共享

等原因，在近邻空间集聚。推行土地紧约束政策

后，先期发展得好的工业园区，园内用地接近饱

和，受规划指标与年度供地指标的制约，新增项

目要落地，要走增减挂钩之路，代价提高，土地

指标对工业项目落地于何处的约束性增强，区

位条件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减弱，客观上也使得

新增工业用地的空间分布趋于分散。从2015—

2019年期间全市情况来看，新增工业用地规模

已经缺乏近邻集聚的特征。

4.6   上级政府的政策影响

中央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传导至

地方政府，会改变新增工业用地的空间分布。比

如，2013年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上海市政府单列建设用地指标，向浦东新区、

临港新城倾斜，导致其新增工业用地的占比跃

升（见图3），空间分布的重心、标准差椭圆的

长轴偏向东南，即临港新城方向（见图4）。又

如G60科创走廊于2016年提出，2018年上升

为长三角区域战略，促进了沿线项目落地，青

浦有约1 km²用地供华为建设研发中心（2019

年1月签约）。可见，区域发展战略是第3阶段松

江、青浦重新进入上海工业用地出让前4的重

要原因。

5   若干建议和讨论

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9]，企

图5　新增工业用地重心和标准差椭圆

Fig.5  The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of newly-
increased industrial lan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供给和需求变动与土地成交量变动关系图解

Fig.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changes and land volum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业空间集聚可共享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优

化人力资源，促进创新活动等[10-11]。工业用地增

量放缓，有限的土地应该更加集聚，方可优化相

对紧缺的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观察到，

上海新增工业用地的总量下降明显，但是空间

集聚却不明显。按目前的制度，国土空间规划与

土地指标均由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有关政策和

制度有待优化。应利用政策工具，促进空间集

聚，激励产业创新[12-13]，从而有利于高新技术、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此笔者提出建议并

作如下讨论。

（1）近郊工业用地保持一定比重。雅克布

斯的外部经济理论（或称为跨行业集聚经济、

城市化经济）表明，不同行业的空间集聚有助

于新思想的形成，从而促进创新[14]，中心城区是

科研机构、人才、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多样化的复

合区域，对创新有引擎带动作用。新增工业用地

分布重心持续远离中心城区，表明存在经济效

率的损失。制造业科技创新是上海建设全球科

创中心的重要支撑，是面向产品的科技研发，还

是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制造，两者已难以区分，规

划可淡化科技园区和科技型工业区的差别。这

类产业园区、工业区，可靠近中心城区集中布

置，在避免过度商业性开发的同时，适当提高容

积率，从而有利于产业集聚，也节省土地资源。

（2）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有区

域重构的趋势。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

深入实施，上海可在与江苏、浙江交通联系较便

利的方向，战略性地布置工业区，从而和长三角

区域的产业相互融合。

（3）新增工业园区不一定要依托既有产

业。存量工业园区要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

转型难度大，新增项目的产业与既有产业可平

行交互，培育新产业，使既有工业园区出现新老

交替，实现渐进式转型。

（4）当前考核规模以上企业指标使得地方

政府热衷于“招大商”，出让地块平均规模在扩

大，这就压缩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空间。对此，

可要求各个园区建设一定比例的标准化厂房，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成长空间，有利于创

新与新产业集群的形成。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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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趋紧，存量再开发

将成主要方式，应提高存量土地使用权、用途调

整的灵活性，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存量地块

进行细分与合并，容积率、建筑高度的调整可采

用通则式控制，简化管理程序，降低交易成本。

（6）镇和镇过度竞争导致进退两难（在上

海，镇级政府相当于外省的县级），从改革开放

的历史来看，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

解释[15]，政绩考核与行政分隔又使得有限的建

设用地指标固化、分散使用而难以集聚。如何优

化考核机制来激发镇的动力，同时又能促进土

地要素市场流动，将是下一步制度改进面临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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